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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五十周年

现代物理知识

刘志光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00871）

陈能宽院士与中国第一颗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陈能宽 （1923 ～），金属物

理学家。湖南慈利人，1923 年 5

月 13 日出生。中科院院士，中共

党员。1942 年湖南雅礼中学毕业，

1946年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毕业。

1947 年赴美国留学，1948 年获硕

士学位，1950 年获美国耶鲁大学

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曾任美

国霍普金斯大学和西屋公司研究

员。1955 年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

应用物理所研究员。1960 年调入

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1964 年 2

月改为第九研究院），曾任实验部

主任、副院长、院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1981

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陈能宽长期从事金属物理和

材料研究，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作出了重

要贡献。主要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

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

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

领域的研究工作；组织并参加了核

装置球面同步起爆的方案制定及研

究，在较短的时间内，攻克了技术

难关，实现预期结果，获国家发明

二等奖；组织并参加了聚合爆轰波

人工热核反应研究。作为主要完成

者之一，在原子弹、氢弹突破及武

器化等方面获三项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特等奖。1982 年获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1984 年获国家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称

号。1996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技术

科学奖。1999 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

弹一星功勋奖章”。

奉命改行

1955 年归国后，陈能宽被分

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一直从事金属物理的研究工作。

1959 年 6 月，陈能宽奉命调入二

机部。这一年，陈能宽刚 37 岁，

正是思想境界、学术水平均已成熟

的年龄，也是多年的学术研究进入

收获期的季节。对于自己新的使

命，他显然并不清楚。有一天，李

觉开门见山地说：调你到二机部来，

是想请你参加一件国家重要的机密

工作，我们想让你负责爆轰物理工

作。这显然出乎陈能宽的意料。从

1942 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开始，

陈能宽所学的专业就是金属物理

学。他的志向就是用自己的知识，

为中国寻找一条“科技救国”之路。

从出国留学，再到历经艰辛回国，

支持着他的，都是这个抱负。也正

是因为这个目标，在金属物理学这

个领域内，陈能宽已经取得了足以

令人自豪的成果。

面对改行，陈能宽曾经有过犹

豫。但是，包括陈能宽在内的第一

代核科家都经历过战火的考验，当

外敌的飞机大炮在中国大地上肆虐

时，他们都曾体会到“落后就要挨

打”的滋味。基于国家的利益和需

要，陈能宽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

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者的行列中

去了。

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浩大

的工程物理作业，是一个需要基础

理论与具体应用紧密结合的系统工

程。当原子弹计划进行到 1960 年

时，理论准备已经有了一定突破，

而验证理论所必需的试验进行得并

陈能宽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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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顺利。当时邓稼先明确地对陈能

宽说：“我现有的认识、参数和计

算工具都无法单靠理论来解决至为

关键的爆轰设计。你来了就好了，

请你从实验途径来解决吧。”这也

是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和郭

永怀的共同看法。然而，在 1960年，

我国学术界在爆轰物理方面的实践

经验和学术沉积还接近于空白。

“17 号工地”

“17 号工地”位于河北怀来

县花园镇附近的工程兵炸药实验

场。1960 年，37 岁的陈能宽被派

到这里，成为九所第二研究室（即

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初到工地，

陈能宽可以说是“白手起家”。面

对紧迫的实验任务，他在 17 号工

地所进行的最初工作，是用试验来

验证当时核爆的一些基本理论和

方法。

为了保证原子弹研制成功的

可能性，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组织者

决定两条腿走路： “把比较高级

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同时

进行‘枪法’的理论计算”。但是，

人们最大的希望还是寄托在更高级

的“内爆法”上面。要攻克“内爆

法”，除理论上需解决一系列难题

外，在试验方面也有两个“拦路虎”。

一个是炸药的组装形式，一个是点

火装置。“内爆法”要求原子弹组

装的常规炸药产生均匀的内向爆炸

力，在以微秒（百万分之一秒）计

的计时精度内精确聚集到裂变物质

的表面，使裂变物质瞬时内达到或

超过临界值。同时，爆轰所产生的

高温高压使金属变成第四态的等

离子体，释放出大量的中子进入裂

变芯。

陈能宽带领的爆轰实验室的

任务，就是通过试验来设计炸药的

装配方式。在王淦昌、郭永怀的帮

助下，陈能宽带领一批科技人员开

始了漫长而又危险的实验。陈能宽

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如何配制

实验所需的炸药。出于试验的需要，

17 号工地上需要的炸药完全由试

验人员自己配制。这项工作，不需

要太高的技术，却需要极大的勇

气、更多的体力。陈能宽亲自出马，

与其他科研人员、工人一道冒着极

大的风险从事着这项被称为“逗龙

尾巴的游戏”。 融化炸药混合剂

需要高温条件，陈能宽他们便架起

了一口普通的锅和几只旧军用桶，

一次次的融化、配料、实验，再融

化、配料、实验。在高温状态下，

各种化学物质散发着难闻的有毒气

味。但气味越难闻，陈能宽他们就

越需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进行搅拌，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炸药配料更加

均匀。为了保障身体的健康，实验

人员不得不经常换班。到后来，为

了保障进度，甚至并不常来 17 号

工地的王淦昌等人也加入到搅拌炸

药的行列之中。

试验面临的第二个困难，就是

试验本身的危险性。为了取得各项

数据，需要将各种试验用部件引爆，

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打炮”。试验

场上天天炮声轰轰。每次“打炮”

时，试验部件就放在 17 号工地的

试验碉堡的附近，各种导线从三个

碗大的洞口伸进碉堡内部，联在控

制设备、示波器和高速转镜照像机

上。为了抓紧进度，试验人员经常

是第一个试验部件刚刚炸过，硝烟

还没散尽，便带着另一个部件冲上

去，接好电缆，联好导线，然后便

开始打第二炮。对他们来说，一天

打 10 多炮是十分正常的。

回想起这段岁月，陈能宽无限

感慨：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就

怕老天打雷。一打雷，试验部件就

有误爆的危险，所以只能停止试验。

对陈能宽来说，最大的苦恼不是试

验的艰辛和危险，而是各种研究工

具的匮乏。实验开始时，陈能宽完

全是凭借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零

星的国外资料选定了一些特殊的化

学炸药，并指定了几个较为可行的

模型来浇涛实验部件。几炮打过之

后，陈能宽得到了一些实验数据。

但是他能够用来分析这些数据的，

只有几部简单、甚至简陋的手摇计

算机。有时，甚至还不得不用到计

算尺和对数表。到后来，当实验种

类越来越多，取得数据越来越复杂

时，所有的工具已经无所作为了。

陈能宽不得不在王淦昌、邓稼轩等

人的协助下，依靠自己所掌握的一

般力学原理来改进炸药模型。

当时，在 17 号工地，摆在陈

能宽等实验人员面前的困难，其实

并不仅仅来自实验本身，还有来自

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困难。面对

这些困难，陈能宽和他的同事们，

同力攻关，协同作战，发挥出集体

的最大智慧和力量。经过 1 年上千

次的试验，1962 年 9 月，爆轰试

验场传出喜讯：原子弹的起爆元件

获得重大突破，“内爆法”的可行

性获得验证。陈能宽满怀信心的预

言：在最后期限前，他们能够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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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

“冷试验”

1962 年，为了加强首次原子

弹国家试验的准备工作，陈能宽被

任命为冷试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所谓“冷试验”，通俗一点说

就是不使用铀 235 等裂变材料的实

验。这是出于中国国情、经过科研

人员的无数次摸索总结出来的一套

行之有效的实验方法，在中国原子

弹、氢弹的研制及以后两弹改进的

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套实验方法的发轫，就是从 17

号工地开始的。

由于实验工具相对简陋，铀等

核材料比较奇缺，而且实验所需要

的经费更是远远不够。 中国的核

科学家无法像美国同行那样一个个

地爆炸实验品，从中得到 C1、C2、

C3、……这样的数据。但中国科学

家却发挥了比他们的同行更高、更

聪明的才智。他们充分利用“方法

论”，先从概念入手，从理性分析

出发，用相对简单、安全的实验代

替复杂的、危险的实验。

陈能宽充分发挥了他金属物

理学的知识，根据材料科学的相似

性原理、流体力学的相似性原理及

几何相似性原理，从最初的钢材料、

单个元件开始，一炮炮地打，一个

个地分析。逐渐地，冷试验开始复

杂起来，过渡到不同材料构成的合

金，然后是一个部件、两个部件、

三个部件、……最终开始使用某些

性能接近裂变物质的材料，实验部

件也做到了半球。为了在简陋的条

件下取得真实的数据，陈能宽对参

试各小组的实验要求非常严格，每

次实验都要有详细记录，所有照相

片必须保留。每次做完一个实验，

参试人员必须当场用草本做出记

录，然后再抄写正本上；经过认

真核查后，每份记录都要签上所

有实验、记录、检查人员的名字

以示负责。

正是充分利用这种实验方法，

使得核实验节省了大量时间（仅用

一年时间，陈能宽等人就有信心在

最后期限完成任务），更主要的是，

通过“冷试验”的方法，中国的核

武器研制节约了大量宝贵的资金和

战略物资。

到 1962 年底，随着实验规模

的不断扩大，实验危险性的增加，

怀来 17 号工地已经不再符合继续

进行工作的条件了。整个试验场不

得不考虑搬家。

221 基地

1960 年 2 月，位于青海湖畔

的“金银滩”上的基地建设全面动

工。为了保密，该基地代号为“221”。

这里海拔 3500 米，空气稀薄，干

燥多风，昼夜温差大，气候变化无

常，甚至夏天有时也还要穿棉衣。

1963 年 3 月 26 日，陈能宽领导的

爆轰试验室 180 名科技人员和党政

干部带着全部仪器设备，离开北京，

西出祁连，向 221 基地转移。

在 221 基地，陈能宽被任命为

实验部主任。这时实验部所面对的，

不再单单是17号工地任务的继续。

核试验前的全部爆轰物理、动高压

物理、中子物理，基地全部火工品

及炸药的质量控制、核材料部件制

造过程中与核武器可靠动作直接相

关的关键技术工艺，等等，这一切

工作都要由实验部来完成。陈能宽

身上的担子异常沉重起来。对于他

而言，时空的概念被完全简单化了：

时间被分成白天、黑夜两个单元；

空间，只剩下了食堂、宿舍、实验

场“三点一线。”为了“只争朝夕”，

王淦昌、陈能宽等人经过反复研制，

再三论证，决定跨越冷实验中的一

些步骤。

“向心攻击”

在王淦昌的大力支持下，冷试

验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大胆的建议：

跨越原定的几大实验步骤中的一些

环节，直接向核心问题发起冲击。

这个提议虽然能够大大缩短实验的

时间，但它也有很大的风险。毕竟，

原子弹是一个陌生的魔鬼，对跳过

中间环节，实行“向心攻击”，谁

也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但是，

中国核计划的组织者们相信自己的

科学家；而科学家相信他们所摸索

出的“冷试验”方法及在这个方法

基础上提出的建议。于是，这项计

划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1963 年 11 月 20 日，九院几

乎全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主要的

行政人员集体出动。陈能宽坐在一

辆小轿车里，怀里抱着珍贵的实验

部件。这是全体实验部人员，甚至

包括整个核计划的研究人员，呕心

沥血近四年才创造出来的，对陈能

宽来说，它远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陈能宽在出

发前特意又用自己的毯子把它们包

起来以减少震动。在他的身后，是

装着原子弹主要部件的专用车。为

了减小震动，它们的下面放了两张

紫红色的长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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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试验场，工程人员将各部

件小心翼翼地组装起来，插上雷管，

开启记录仪，一切都准备好了。所

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陈能宽身上。

人们不知道在一声巨响之后会得到

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们不能获

取准确的数据，那么整个原子弹计

划就要推迟。”陈能宽的心也提到

了嗓子眼。虽然他对自己的工作充

满了信心，但最后验证的时刻到了，

不由得他不紧张。深吸一口气稳定

一下心神，陈能宽终于下令：“点

火！”终于——实验成功了！这次

实验，代号为“2955-1”。实验中，

向心爆轰波和点火装置均达到了设

计要求。冷试验取得决定性胜利。

东方巨响

1963 年 12 月 24 日，1:2 比例

的全球聚合爆轰取得成功。1964

年 6 月 6 日，在张爱萍将军指挥下，

代号为“2965”的全尺寸爆轰模拟

实验又再次成功。这次实验，除没

有加注核材料外，模拟弹的全部尺

寸、材料和结构均与后来爆炸的实

弹相同。中国核武器研究者自力更

生，艰苦创新，集体攻关，为之拼

搏奋斗了数载的“争气弹”就要诞

生了。也就在这期间，陈能宽被任

命为九院副院长。

1964 年 10 月 11 日，周恩来

同意在 10 月 15 日至 20 日之间进

行实验；1964 年 10 月 13 日，罗

布泊进入“临战状态”。1964 年

10 月 14 日，试验委员会将起爆时

间定在了 10 月 16 日。

16 日凌晨，做为试验委员会

中最主要部门——试验部的副主

任，陈能宽陪同李觉来到 120 米高

的试验铁塔上，对原子弹进行最后

的安装调试。雷管插上了，最后的

检查工作也做完了，陈能宽站在塔

上，最后望了一眼试验区。从 120

米的铁塔上极目四望，整个场区出

奇的静谧。近处，是一排用于测试

的汽车、坦克、飞机、火炮；远处，

是一座座测试用的楼房、平屋；再

远，是看不清楚的笼子、马厩，里

面关着效应动物。再过几小时，这

里的一切都将彻底改观，有的将在

瞬间高温、高压下化为气态从此消

失。与身后的那颗原子弹相比，整

个试验场显得很小，远没有当初那

样的气势恢宏。人呢？在原子弹面

前，人的力量又算什么呢？

到时间了，陈能宽同李觉等人

一起，最后一批下了高耸的塔架。

公元 1964年 10月 16日 15时，

随着一声洪亮的“起爆”命令，一

道强烈的闪电撕破了“零时”的寂

静；随之，一个通红的火球腾地而

起，扑向蓝天；在它后面，地面上

卷起一个粗壮的尘柱，紧紧追赶着

火球；然后，声音传来了。隆隆的

爆炸声，像千万匹战马在大地上狂

奔，像千百个罗马军团在敲鼓行进，

振聋发聩。大地在颤抖，天空在轰

鸣，人们被自己创造的神奇威力所

惊呆了。

在场的人员欢呼跳跃，忘情放

纵。惟有陈能宽站在那里，久久没

有动。然而，他有理由比其他人更

高兴，从 1960 年打响试验第一炮

到今天，他所期望的，就是这一刹

那的辉煌。陈能宽抓起一支笔，在

纸上尽情放纵着自己的感情：“东

方巨响，大漠天苍朗。云似蘑菇腾

地长，人伴春雷鼓掌。欢呼成果崔

巍，称扬举国雄飞。纸虎今朝去矣，

神州日月增辉。”

               
本文内容曾刊于《“两弹一星”元勋

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年出版。图

片来源：《陈能宽院士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原子能出版社，2003 年出版。

1984 年，在新疆试验基地（左起：高潮、陈能宽、李英杰、邓稼先、于敏、胡仁宇）

（图片来源：《陈能宽院士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